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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昀（1724—1805）虽以渊博称，但著作传世不多，除《阅微草堂笔记》、《纪文达公遗集》之

外，仅有《评文心雕龙》、《史通削繁》等，此外还有《李义山诗》、《才调集》、《陈后山集钞》、《瀛奎

律髓》等书的评点传世。若不算《四库全书总目》，纪昀的学问基本限于诗学，尤其是试帖诗学，

他在这方面的著述有《唐人试律说》、《庚辰集》、《我法集》三种，奠定了清代试帖诗学的基础，

历来为士人所重。但要说纪昀学问之广博，仅论试帖诗学绝不足以尽其所蕴，甚至就其诗学通

盘考论也只触及冰山一角。

乾隆五十八年（1793）七月，古稀之年的纪昀如此总结平生为学经历：“三十以前，讲考证

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

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姑妄听之自序》）①由于他的著述留传有限，学术上不易

评估。今人论及他与乾嘉学术的关系，常不免夸大其学术成就及领袖地位。事实上，若就纪昀

个人的学术著作看，确实也没什么特别骄人的成就②。他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学术道路，与他平

生为官多任两类职事关系密切：一是主试科举，曾两为乡试考官，六任文、武会试考官，由是格

外留意举业文字；二是编纂书籍，先后出任武英殿、三通馆纂修官，方略馆总校官，功臣馆、国

史馆、胜国功臣殉节录、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实录馆、会典馆副总裁官，职官表、八旗通志馆总

裁官等。年深历久的编纂经历，让他饱览古今典籍，也对学问和著述形成一种独特的态度：“自

校理秘书，纵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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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故生平未尝著书。”③不过他的学术见解和心得都凝聚在《四库

全书总目》（以下简称“《四库提要》”）中，后学尚镕曾“于娄郑州（谦）署中见纪文达公分修草

本，其再三涂改，体例颇与此不侔”④。为此，历来都视《四库提要》为窥测纪昀学术思想的一个

窗口。无论是纪昀本人的诗歌理论、批评，还是与《四库提要》文学思想的关系，学界都已有较

充分的研究。然而，目前对纪昀诗学的评价大体不出于儒家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和官方文艺思

想的宣传者这一角色定位，未能注意到其诗学话语背后的特定语境及他对儒家正统诗学的重

新诠释和改造。

一、“酌中”的学术理念

据纪昀自述，他的文学兴趣主要集中在三十至五十岁之间，其中对诗学尤为用功。虽然他

对诗学的投入，于前贤未必能及许学夷、王渔洋，在后学中未必过于方东树、陈衍，但他的诗学

和诗歌批评在形式上却颇有一些独到的尝试。比如在小说中托鬼魅之口批评诗歌，日本学者

吉川幸次郎已注意到⑤；还有在乡、会试策问中一再以诗学史问题试士，如《嘉庆壬戌会试策问

五道》最后一道，在简单回溯诗文批评的历史后，历举批评史上若干著名公案，让应试举人持

平判断。朱东润由此论定“晓岚对于文学批评之贡献，最大者在其对于此科，独具史的概念”⑥，

方孝岳也认为《四库提要》设“诗文评”类是中国文学批评有系统的标志⑦。但纪昀诗学中更值

得注意的，也是对嘉、道以后的诗学影响更大的，我认为是“酌中”亦即折衷的学术理念。这一

点学界不是没有注意到，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已指出：“纪昀的诗学带有非常突出的折中特

性，情与理、儒与道佛、传统与新变，这些在他的诗学中都处于一种对立、统一状态，这种折中

态度使得他的诗学具有较强的包容性。”⑧但作为体现这种理念的话语形态及具体的理论展开，

还需要细致梳理。

长年编纂书籍的体会及撰写、删定《四库提要》的经历，逐渐形成他被后世称为“四库提要

派”的学术特征，即讨论问题立足于折衷群言的平允立场。阮元非常精当地概括为：“盖公之学

在于辨汉、宋儒术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⑨《嘉庆丙辰会试策问五道》第三道，即向学人

提出了折衷新安学派与永嘉学派之得失、“平心而决从违”的要求⑩；而第五道问古代诗歌史的

一些问题，更直接宣示了一种“酌中”的理念：

齐、梁绮靡，去李、杜远甚，而杜甫以阴铿比李白，又自称颇学阴、何，其故何也？ 苏、黄

为元祐大宗，元好问《 论诗绝句》指为“ 沧海横流”，其故又何也？ 王、孟清音，惟求妙悟，于

美刺无关，而论者谓之上乘；元、白讽喻，源出变雅，有益劝惩，而论者谓之落言诠、涉理

路。然欤？ 否欤？《 击壤》流为《 濂洛风雅》 ，是不入诗格者也，然据理而谈，亦无以难之；《 昌

谷集》流为《 铁崖乐府》 ，是破坏诗律者也，然嗜奇者众，亦不废之。何以救其弊欤？北地、信

阳以摹拟汉、唐流为肤滥，然因此禁学汉、唐，是尽偭古人之规矩也；公安、竟陵以莩甲新

意流为纤佻，然因此恶生新意，是锢天下之性灵也。 又何以酌其中欤？ 輥輯訛

这里的“酌其中”是纪昀笔下一再出现的关键词輥輰訛，也是他折衷立场的集中表现。它本是很古老

的传统学术理念，贯穿于刘勰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中輥輱訛，但重新为纪昀运用，却与特定的文学语

境有关，那就是明代以来文坛充斥的门户之见。纪昀对此深恶痛绝，为朝鲜诗人洪汉师作《耳

溪集序》，曾慨叹：“文章之患莫大乎门户！”輥輲訛《瀛奎律髓刊误》更一再指摘方回党援门户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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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而平章前人出于门户之见的偏颇见解也成为他批评的重心所在。他自己持论则出入于神

韵、格调、性灵之间，气格与声调兼求，才情与学问并重。《清艳堂诗序》提出：“善为诗者，其思

浚发于性灵，其意陶熔于学问。”輥輳訛评崔涂《旅舍别故人》又说：“诗论神韵，不在字句。”輥輴訛《赋得镜

花水月》、《题法时帆祭酒诗龛图》两诗也颇赞扬严羽的妙悟輥輵訛，但实际评论中又多从字句讲求

格调，格、调二字连用或分用，随处可见；并说“诗未有不用功者，功深则兴象超妙，痕迹自融

耳”（梅尧臣《春寒》评）輥輶訛，这又表明兴象超妙最终仍落实于字句功夫，显示出折衷神韵、格调的

倾向。对待批评史上的一些纷争，如二冯对宋调的拒斥、冯班对严羽的抨击，《南齐书》、《诗品》

对谢朓的评价，王渔洋与赵执信论诗之分歧，有关李商隐《无题》的争议等等，纪昀都能平心折

衷其得失，给出较为公允的论断。

纪昀主于折衷的立场也体现在具体作家批评和作品评点中。针对前人论陈师道“誉者务

掩其所短，毁者并没其所长”的分歧，他特别选编陈师道诗文为《后山集钞》，序言逐体评价后

山诗得失，又推崇其文章“简严密栗，可参置于昌黎、半山之间”，欲论者“核其是非短长之实，

勿徒以门户诟争，哄然佐斗”輥輷訛。《瀛奎律髓刊误》的评点同样贯穿着平章旧说的精神，有关张九

龄、孟郊、黄庭坚诗歌的评价都对前人的评价加以商榷。书中对方回的见识少所许可，虽然方

回言之有理处他也会表示赞同，但终究是驳正处多。如方回评杜荀鹤《经废宅》云：“荀鹤诗首

首相似，定是颔联作一串，颈联体物。”纪昀补充道：“晚唐习径如是，不但荀鹤也。”輦輮訛非常中肯。

宋祁《长安道中怅然作三首》，虞山派诗家都喜其有西昆之风，冯舒称“所谓西昆体者如此，真

高妙”，陆贻典称“西昆本于温、李，此三首尤似义山学杜”。纪昀的看法则殊有不同：“三诗俱有

杜意，冯氏引为西昆体，以张其军。宋公固西昆派，此三诗则非西昆体也。”輦輯訛对纪昀批评与前人

见解的差互，后人往往左袒纪昀輦輰訛。如门人梁章钜《退庵随笔》云：“方虚谷氏《瀛奎律髓》一书，

行世已久，学诗者颇奉为典型。吴孟举至悬诸家塾以为的。海虞冯氏尝有批本，方氏左袒江西，

冯氏又左袒晚唐，负气诟争，矫枉过正，亦未免转惑后人。若非得纪师批本，则谬种蔓延，何所

底止？”輦輱訛后来钱泰吉论及《瀛奎律髓刊误》，也肯定“此评于虚谷、二冯间多持平之论”輦輲訛。所谓

“持平之论”，当然不是无原则的调停，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在理解前人言说的前提下做出平允

而有诠释意义的评价。比如方回沿袭周弼《唐诗三体家法》的虚实说輦輳訛，常讲中两联前景后情，

评杜甫《登岳阳楼》曰：“中两联，前言景，后言情，乃诗之一体也。”冯班斥之为“小儿家见解”，

“全是执己见以强缚古人，以古人无碍之才、圆通因变之学，曲合于拘方板腐之辈，吾见其愈议

论而愈多其戾耳”輦輴訛。纪昀虽总体上认可冯班的评断，但同时指出他未理解方回的用心：“晚唐

诗多以中四句言景，而首尾言情，虚谷欲力破此习，故屡提倡此说。冯氏讥之，未尝不是，但未

悉其矫枉之苦心，而徒与庄论耳。”輦輵訛如此看问题，比简单地讥斥其拘滞显然更有深度。可以说，

作为学者和批评家的纪昀，无论平章学术还是品论诗文，都是他自己在《爱鼎堂遗集序》中赞

赏的那种“不沿颓敝之习，亦不欲党同伐异，启门户之争，孑然独立，自为一家，以待后人之论

定”輦輶訛的人。这是我们评价纪昀诗歌观念首先必须注意的。

折衷的另一面其实就是包容和开放。纪昀曾自述其学诗取径：“余初学诗从《玉溪集》入，

后颇涉猎于苏、黄，于江西宗派亦略窥涯涘。尝有场屋为余驳放者，谓余诋讠其江西派。意在煽

构，闻者惑焉。及余所编《四库书总目》出，始知所传为蜚语，群疑乃释。”輦輷訛唯其具有包容、开放

的胸襟，故能对前代诗学资源有更丰富的汲取，获致更深广的理解与认识，并常借诗序发表一

些高屋建瓴的诗史通论，或对诗学中一些原理问题加以阐发。如《挹绿轩诗集序》写道：

《 书》称“ 诗言志”，《 论语》称“ 思无邪”，子夏《 诗序》兼括其旨曰“ 发乎情，止乎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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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本旨尽是矣。 其间触目起兴，借物寓怀，如“ 杨柳”、“ 雨雪”之类，为后人所长吟而远想

者，情景之相生，天然凑泊，无非“ 六义”之根柢也。 然风会所趣，质文递变，于是乎咏物之

作起于建安，游览之篇沿于典午，至陶、谢而标其宗，至王、孟、韦、柳而参其妙，至苏、黄而

极其变。自唐至今，传为诗学之正脉，不复能全宗《 三百篇》矣。饴山老人作《 谈龙录》 ，力主

“ 诗中有人”之说，固不为无见，要其冥心妙悟，兴象玲珑，情景交融，有余不尽之致，超然

于畦封之外者，沧浪所论与风人之旨，固未尝背驰也。 輧輮訛

这里非但将中国诗歌传统的嬗变梳理出清楚的脉络，而且肯定变化的合理性，将“诗中有人”

的主体精神与情景交融的审美特征相结合而不偏废，从内容和表现两方面对中国诗歌的艺术

传统作了很全面的说明。如此通达的见地，不光需要见识，也要具备平允、折衷的学术态度。

从包容和开放的意义上说，折衷也就是融通，意味着不执著于某种观念。的确，如果不通

盘认识纪昀的诗学而只看某些议论，我们甚至会觉得他持论很有点接近袁枚，也总是在破除

那些执著于一端的诗家常谈。比如，关于诗歌内容，他曾指出：“际遇不同，悲愉自异。必矫语隐

逸之乐，乃为诗家之正声，则《三百篇》愁怨之作皆将黜为外道乎？”輧輯訛关于师法途径，他断言：

“盛唐、晚唐各有佳处，各有其不佳处。必谓五律当学某，七律当学某，说定板法，便是英雄欺

人。”輧輰訛关于周弼论情景提出的四虚、四实之说，他认为：“四实、四虚之说固拘，必不主四实、四

虚之说亦拘。诗不能专主一格，亦不能专废一格。”輧輱訛关于诗中的情景关系，方回评杜甫《因许八

奉寄江宁旻上人》说：“看前辈诗，不专于景上观，当于无景言情处观。”纪昀按：“虚谷此评，对

晚唐装点言之，不为无见。然诗家之妙，情景交融，必欲无景言情，又是一重滞相。”輧輲訛评陈师道

《别负山居士》又提到：“晚唐诗敷衍景物，固是陋格。如以不黏景物为高，亦是僻见。古人诗不

如此论。”輧輳訛凡此种种，乍一看也都是在破除那些传统观念，但骨子里思想方法是不同的。袁枚

的思维方式有点接近佛家的“中道”观，要破除一切观念的绝对性，往往两可而不执著于一端；

纪昀的思维方式则仍是儒家的中庸之道，往往是两不可而取其中行，所谓“酌乎中”本旨正在

这里。于是相对于袁枚诗学的破而不立，纪昀的诗学就显得既要破又要立。这不仅使他清楚地

与性灵派区别开来，同时也明白烙上格调派的印记。当代学者认定“其诗论主张务在折中，不

仅反映了他个人对文学的认识，而且作为官方的文艺标准表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论述

之中，其基本的主张与沈德潜较为接近，故归入沈氏一派”輧輴訛，颇得要领。

其实，纪昀的正统观念早已预示了他论诗的格调派立场，格调派与正统观念天生就是孪

生兄弟，其基本倾向都在于建立并恪守某种既定的审美理想、价值标准和艺术目标。当性灵诗

学解构掉传统诗学几乎所有的价值观念和写作规则后，最后退守的底线只有三点———“新”、

“真”和“切”輧輵訛。“新”指向独创性，“真”指向作者意图表达的自主性，“切”指向作品艺术表现的

精致度。对性灵派诗人来说，诗歌写作具备这三点就足够了。然而从纪昀的格调派观念来看，

“新”在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价值。魏仲先《冬日书事》纪评：“三、四刻意求新，然无格也。”輧輶訛

“格”在此是优先于“新”的要素。赵昌父《次韵叶德璋见示》纪评：“真力不足，而欲出奇以求新，

势必至此。”輧輷訛“真”在此也是优先于“新”的要素。然而“真”同样只是创作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不

是充分条件。白居易《卜岁日喜谈氏外孙女孩满月》一诗纪昀评：“直写真情，尚不涉俚。语华而

情伪，非也；情真而语鄙，亦非也。”輨輮訛可见“真”也不能保证诗一定好。纪昀评白居易《过元家履

信宅》“情真而格调太卑，五句尤俚”輨輯訛，《喜敏中及第偶示所怀》“自是真语，然格力卑靡太甚”輨輰訛，

张籍《游襄阳山寺》“三、四真语，然不佳”輨輱訛，杜荀鹤《南游有感》“三、四语真而格卑”輨輲訛，陆游《戏

遣老怀》“自是真语，然亦太尽”輨輳訛，姚合《过天津桥梁晴望》“五句是真景，然小样”輨輴訛，项斯《边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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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句景真而语纤”輨輵訛，马戴《塞下曲》“五句景真语拙”輨輶訛，张蚶宾《宿山寺》“三、四真景而语不工”輨輷訛，

贺铸《丙寅舟次宋城作》“四句真景，然不成语”輩輮訛，唐子西《江涨》“四句景真而语俚”輩輯訛，王建《县

丞厅即事》“三、四境真语鄙”輩輰訛。可见，即便是真情、真语、真景、真境，也不能保证不流于鄙俚、

卑靡、纤拙、直露和小家子气。再看“切”，他首先就用事强调：“凡用事不切，不如不用；切而不

雅，亦不如不用。”輩輱訛方回评杜荀鹤《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诗云：“不经世乱，不知此诗之切。

虽粗厉，亦可取。”纪昀很不以为然，说：“但取其切，则无语不可入诗矣。”輩輲訛方回评杜荀鹤《山中

寡妇》结句“也应无计避征徭”“语俗似诨，却切”，纪昀又驳道：“虽切而太尽，便非诗人之致。”輩輳訛

又评苏舜钦《春睡》“身如蝉蜕一榻上，梦似杨花千里飞”一联“三、四极切，亦有意境，而终觉不

佳”輩輴訛。如此看来，“切”虽有精当、准确的优长，却也不能完全避免粗厉、直露的缺点。甚至性灵

派指称完成度的概念“工”，在纪昀诗学中也不是完全正价的概念。王安石《次韵平甫金山会宿

寄亲友》诗，纪昀认为“三句意工而语拙”輩輵訛。由此可见，相对“意”而言，纪昀更重视“语”，在“语”

之上还有“格调”。这不清楚地表明了纪昀格调派的批评立场吗？当然，应该说是比较开放和包

容的格调派。事实上，经过沈德潜改造的格调派，本来就具有了包容的品格。在这一点上，纪昀

诗学也可以说是与沈德潜一脉相承的。但在此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纪昀对沈德潜格调论

的继承，而是其对正统观念的发扬。

二、对儒家传统诗学话语的重描

纪昀不仅以《四库全书》总纂官的身份获得崇高的学术地位，更以《四库提要》的扎实、通

达赢得学林真诚的尊崇，他的诗学也由此备受诗坛瞩目。前人认为纪昀诗学有两大贡献：“厘

正文体，辨别诗律，化襞积、堆垛之习，一归于清真、雅正；有专集以评藻前修，出绪余以津逮后

学，岂非炳然一代文章之府乎？”輩輶訛前一层意思说正本清源，为诗坛树立典范，指明正路；后一层

意思说，承前启后，总结历史经验，引导初学。这两方面基本概括了纪昀诗学的业绩和影响，而

前一方面似乎更为当时看重。道光间李兆元即认为：“纪文达公校定《四库全书》，所见既广于

前人，所论诗法源流，靡不究悉。故其文集中为人所作诸诗序，皆能辨别源流，指陈得失，直可

作先生诗话观。”輩輷訛

乾隆诗坛可以说是空前地热闹，其盛况甚至超过康熙诗坛，不过一个令人窘涩的事实也

日益暴露出来：虽然诗人众多，但真正杰出的诗人却很少，于是热闹中又不可避免地显现一种

平庸。除了袁枚这种以编撰诗话渔利的角色，一般诗论家或多或少都对诗坛现状感到不满。朱

琰曾说乾隆间诗有两种俗体：一是为考试起见，读试帖，作排律，如剪彩刻绘，全无生趣；一是

为应酬起见，翻类书，用故事，如记里点鬼，绝少性情輪輮訛。应试习诗和世俗应酬毕竟是等而下之

的底层写作，那些基于特定艺术观念的王渔洋神韵诗风、沈德潜格调诗风、新兴的性灵诗风以

及高密诗派的中唐诗风所导致的流弊，才是诗坛更为忧虑的问题。于是格调派看到流荡淫靡，

性灵派看到虚假板滞，学究派看到平易浅薄，高密派看到浮华空洞……这些诗风的兴起和蔓

延主要都在乾隆二三十年前后。自乾隆十五年（1750）沈德潜告老还乡后，始终在翰林任职、处

于京师学术文学中心的纪昀被推到维护风雅正统的教主位置上。

纪昀平生自命为恪守古典传统之士，与朝鲜洪汉师（耳溪）书尝表示：“昀才钝学疏，本未

窥作者之门径，徒以闻诸师友者，谓文章一道传自古人，自应守古人之规矩，可以神而明之，不

可以偭而改之。是以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不欲以侧调么弦新声别奏。”輪輯訛此所谓“守古人之

规矩”应包括儒家观念和文学传统两个方面，可以视为其平生论文宗旨，也是“酌乎中”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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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瀛奎律髓刊误》对方回以降的评论家少所许可，而独推崇沈德潜一人。张祜《金山寺》向来

论者都赞不绝口，纪昀独举“沈归愚谓此诗庸下，所见最高。末二句殆不成语”輪輰訛。评雍陶《崔少

府池塘鸳鸯》又云：“此诗及郑谷《鹧鸪》、崔珏《鸳鸯》，皆词意凡近，而格调卑靡。虽以此得名，

要是流俗之论，非作者之定评也。沈归愚宗伯始力排之，其论甚伟。”輪輱訛由此不难逆料纪昀论诗

倾向于沈德潜的正统派和格调派一路。

作为乾、嘉间政治地位最高的汉族文人，拥有比沈德潜更荣耀的履历和官职，纪昀论诗文

秉持正统观念乃是很自然的事。虽然不曾点名道姓地指斥，但当时诗坛各派的流弊他都很清

楚，并一一提出针锋相对的主张，这历来并未受到注意，因为这些主张都隐含在具体的作品评

点中。

首先是针对神韵派末流的浮泛空洞，持论必归于言之有物。评王安石《登大茅山顶》一诗，

极肯定“其言有物，必如是乃非空腔”，并主张“凡初学为诗，须先有把握，稍涉论宗亦未妨，久

而兴象深微，自能融化痕迹。若入手但流连光景，自诧王孟清音、韦柳嫡派，成一种滑调，即终

身不可救药矣”輪輲訛。许印芳敏锐地看出，“此说盖为近代学渔洋神韵流为空滑者痛下针砭，虽为

一时流弊而发，实至当不易之论，学诗者宜书诸绅”輪輳訛。此言可与《瀛奎律髓》“怀古类”小序纪昀

评“此序见解颇高，可破近人流连光景、自矜神韵之习”輪輴訛互相印证。

其次是针对性灵派的浅薄油滑，重新厘清性灵与性情的关系。纪昀的一生大体与性灵诗

风相终始，举世风靡的性灵诗风他不可能无所知觉。在《冰瓯草序》中他首先肯定：“举日星河

岳，草秀珍舒，鸟啼花放，有触乎情，即可以宕其性灵。是诗本乎性情者然也，而究非性情之至

也。”輪輵訛这就将性灵定位为灵感，与性情相比处于较次要的位置。然后他又抽去性灵派“性情”概

念的自然属性，宣称：“夫在天为道，在人为性，性动为情，情之至由于性之至，至性至情，不过

本天而动。而天下之凡有性情者，相与感发于不自知，咏叹于不容已，于此见性情之所通者大，

而其机自有真也。”輪輶訛由于这里“本天而动”的天不是自然之天性，而是天道，所谓至情之性便具

有了天赋的伦理属性，甚至可以说“彼至情至性，充塞于两间、蟠际不可澌灭者，孰有过于忠孝

节义哉”輪輷訛！在他看来，这种与儒家伦理相一致的至情至性正是诗的本原。《书韩致尧翰林集后》

论韩偓诗云：“致尧诗格，不能出五代诸人上，有所寄托，亦多浅露。然而，当其合处，遂欲上躏

玉溪、樊川，而下与江东相倚轧，则以忠义之气发乎情而见乎词，遂能风骨内生，声光外溢，足

以振其纤靡耳。然则诗之原本不从可识哉！”輫輮訛然而问题在于后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以致流于

表面化：“晚唐诗但知点缀景物，故宋人矫之，以本色为工。然此非有真气力，则才薄者浅弱，才

大者粗野，初学易成油滑，老手亦致颓唐，不可不慎也。”輫輯訛这应该是针对性灵派末流的浅薄油

滑而言，如果说神韵派的流弊是流连光景而乏真性深情，那么性灵派的流弊则是沉溺于浅俗

之情而无高情至性。

再次是针对高密派的矫激、怨怼，重申温柔、敦厚的诗教。纪昀评方干《僧喻凫》诗曾提到：

“矫语孤高之派，始自中唐，而盛于晚唐。由汉魏以逮盛唐，诗人无此习气也。盖世降而才愈薄，

内不足者不得不嚣张其外。”輫輰訛当时大力提倡中唐诗的高密诗派，论诗倾向正是矫语孤高，尤其

推崇韩孟、姚贾的奇奡、瘦硬之风，这种艺术倾向显然不是纪昀所喜好的。他在《俭重堂诗序》

中曾感叹：“夫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音易好，论诗家成习语矣。然以龌龊之胸，贮穷愁之气，上

者不过寒瘦之词，下而至于琐屑寒乞，无所不至，其为好也亦仅。甚至激忿、牢骚，怼及君父，裂

名教之防者有矣。兴观群怨之旨，彼且乌识哉？”輫輱訛高密诗派虽不至于灭裂名教，但对沈德潜以

“诗教”训人极为不满輫輲訛，且偏爱寒瘦之词，却是事实。纪昀对“穷愁之气”、“激忿牢骚”的批评明

显是针对这种倾向而言。不仅如此，其《月山诗集序》还提到：“三古以来，放逐之臣、黄馘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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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士，不知其凡几；其托诗以抒哀怨者，亦不知其凡几。平心而论，要当以不涉怨尤之怀，不伤

忠孝之旨，为诗之正轨。昌黎《送孟东野序》称‘不得其平则鸣’，乃一时有激之言，非笃论也。”輫輳訛韩

愈的“不平则鸣”之说，因概括了诗歌创作的一种普遍状态，赢得后人广泛赞同，但纪昀却认为

这只是韩愈一时有感而发，不足为定论。由此表明了他有意排斥“诗可以怨”的精神，单纯崇尚

清真、雅正之音的终极立场。

“不平则鸣”向来是与“穷而后工”之说相联系的，纪昀既然否定了前者的绝对性，对后者

自然也不无保留：

诗必穷而后工，殆不然乎？上下二千年间，宏篇巨制，岂皆出山泽之癯耶？然谓穷而后

工者，亦自有说。 夫通声气者骛标榜，居富贵者多酬应，其间为文造情，殆亦不少；自不及

闲居恬适，能翛然自抒其胸臆，亦势使然矣。 惟是文章如面，各肖其人。 同一坎坷不偶，其

心狭隘而刺促，则其词亦忧郁而愤激。“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遗山所论，未

尝不中其失也。其心淡泊而宁静，则其词洒脱轶俗，自成山水之清音。元次山《 箧中》一集，

品在令狐楚《 御览诗》上，前人固有定论矣。 輫輴訛

这等于是给穷而后工的命题附加了一个条件，即穷者只有超脱于穷通的意识才有工的可能。

就像《月山诗集》的作者恒仁，贵为宗室，“其寄怀夷旷，如春气盎盎，而草长莺飞，水流花放，以

为别有自得之乐，不复与宠辱为缘者，而固命途坎壈、盛年坐废者也。此其所见为何如，所养为

何如耶？斯真穷而后工，又能不累于穷，不以酸恻、激烈为工者。温柔敦厚之教，其是之谓乎”輫輵訛？

《俭重堂诗序》也称伯父迈宜（偲亭）“以不可一世之才，困顿偃蹇，感激豪宕，而不乖乎温柔敦

厚之正，可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矣。穷而后工，斯其人哉”輫輶訛！再看《云林诗钞序》、《袁清慤公诗

集序》、《鹳井集序》、《二樟诗钞序》、《鹤街诗稿序》、《诗教堂诗集序》，令人惊讶的是，纪昀的诗

序几乎都以温柔敦厚之旨称许作者。诗评也以此为裁量作者的重要标准，如评罗隐《曲江有

感》“在晚唐颇见风格，惟出语太激，非温柔敦厚之教”輫輷訛，评苏轼《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愤激

太甚，宜其招尤，即以诗品论，亦殊乖温厚之旨”輬輮訛，显出一种执拗地要以诗教来规范诗歌的态

度，格外引人注目輬輯訛。联系到乾隆后期性灵诗风对正统观念的猛烈冲击，高密诗派对沈德潜“以

‘温柔敦厚’四字训人”的厌薄抨击，乃至于袁枚宣称“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

者，温柔敦厚”的耸人听闻之说輬輰訛，我们不难体会纪昀刻意强调诗教所寄予的深心。当代研究者

或将此理解为“纪昀立身于儒家传统价值再度被重视的时代”的结果輬輱訛，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当

一种价值需要刻意强调的时候，通常意味着它正在丧失自己的身份及意义。诗教的坠落在沈

德潜的时代还不是问题，所以他也不需要刻意强调，而到纪昀的时代，这已是摆在他面前的严

峻现实。作为身居庙堂最高位置的汉族文化官员、汉学阵营的领袖人物、儒家正统观念的承传

者，维护诗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只不过他没有用口号式的激烈言辞来表达这种信念，而是

诉诸理论阐述和历史回溯，将自己的观念表达为言之有理同时又持之有故的价值主张而已，

顾炎武“鉴往训今”的学术理念在其中仍清晰可辨輬輲訛。这正是清代诗学最突出的学术特征。

只要读一读《纪晓岚文集》卷九所收的诗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纪昀持论都立足于儒家

诗论的传统话语，带有强烈的回归儒家经典的返本意向，但绝非原教旨主义的，而是在折衷的

基础上加以改造、发挥。诗教本是儒家诗学的核心观念，向来被论诗者奉为圭臬，清初以来更

被学者从多种角度做了大量的阐释和发挥輬輳訛。唯其如此，治丝益棼，多歧亡羊，其本旨反而模糊

不清，在纪昀看来大有返本溯源的必要。方回评王平甫《假寐》“尾句无怨言，诗人当行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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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并无问题，纪昀却觉得过于简单化，指出：“凡作诗人，皆知温厚之旨，而矢在弦上，牢骚之

语，摇笔便来。故和平语极是平常事，却极是难事。虚谷此言未免看得轻易，由其平日论诗只讲

字句，不甚探索本原。”輬輴訛为此他作《诗教堂诗集序》，因集名所涉顺便回顾了诗教的源流：

夫两汉以后，百氏争鸣，多不知诗之有教，亦多不知诗可立教。 故晋、宋歧而玄谈，歧

而山水，此教外别传者也，大抵与教无裨，亦无所损。齐、梁以下，变而绮丽，遂多绮罗脂粉

之篇，滥觞于《 玉台新咏》 ，而弊极于《 香奁集》 。风流相尚，诗教之决裂久矣。有宋诸儒起而

矫之，于是《 文章正宗》作于前，《 濂洛风雅》起于后，借咏歌以谈道学，固不失无邪之宗旨，

然不言人事而言天性，与理固无所碍，而于兴观群怨、发乎情止乎礼义者，则又大相径庭

矣。 輬輵訛

前面的文字提到诗教，多从言说方式着眼，以文辞风格的温柔敦厚保证“政治正确”；而本文论

诗教，首先着眼于人品，肯定诗“终以人品、心术为根柢，人品高则诗格高，心术正则诗体正”輬輶訛，

然后辨析诗歌史上玄言诗、山水诗、艳情诗、理学诗与诗教的关系，又突出了情志内容的正当

性。这与诗教的本义是不尽吻合的，但恰好显示了纪昀诗学的折衷特点。将杜甫忠爱、悱恻的

伦理色彩和《诗教堂诗集》作者王敬禧不为巉岩陡绝之论、亦不为奇怪惶惑之态的风格特征统

一在诗教温柔敦厚的旗帜下，同时又将它们安顿在人品、心术的基点上，这便将诗教问题纳入

了儒家思想的传统理路———不是直接从道德角度对诗歌提出特定的伦理要求，而是将外在的

仪礼规范内化为人性的欲求。也就是说，诗教不再是来自传统观念的约束，而是品性修养的自

然结果。这对传统的诗教观念是个很大的改造，同时也是适应新的诗学语境的一个蜕变。

不难理解，像纪昀这么一位通达的学者，当然是不会用固执、僵化的教条来衡量诗歌的。

他的正本清源工作，目的也不在于回到儒家原典，而在于通过概念的剖析、源流的梳理，弄清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以便矫枉返正。比如诗本于性情，是老生常谈的传统观念，但明清以来言

人人殊。纪昀作《冰瓯草序》，首先将诗的社会意义划分为公、私两个层面：“诗本性情者也。人生

而有志，志发而为言，言出而成歌咏，协乎声律。其大者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次亦足抒愤写

怀。”輬輷訛从公的方面说，可以咏歌盛世太平；从私的方面说，也可以抒写一己悲欢，这就肯定了诗

歌功能的两重性。既然个人情感抒写的正当性得到肯定，就带来一个如何防止自我表现走到

极端的问题。若诗人“发乎情思，抒写性灵”，只言一时悲欢，而不及至情至性，忠孝节义；或只

图情感表达的自主性，而不顾艺术传统和美学规则，则不陷入卑靡琐屑，便流于鄙俚怪诞。这

正是诗教在文辞风格之外包括情志内容的正当性以及维护其约束力的理由。

又如《诗大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云林诗钞序》由辨析诗人之诗与辞人之诗入手，反

思其得失缘故。纪昀首先参照扬雄诗人之赋、辞人之赋的区分，将诗歌史自源头区分为诗人之

诗与辞人之诗两派：“分支于《三百篇》者，为两汉遗音；沿波于屈、宋者，为六朝绮语。上下二千

余年，刻骨镂心，千汇万状，大约皆此两派之变相耳。末流所至，一则标新领异，尽态于江西；一

则抽秘骋妍，弊极于《玉台》、《香奁》诸集。”輭輮訛他认为《诗大序》“发乎情、止乎礼义”已揭示诗学

的根本宗旨，怎奈后人各主一义，遂导致两种偏颇：“一则知止乎礼义，而不必其发乎情，流而

为金仁山《濂洛风雅》一派，使严沧浪辈激而为不涉理路、不落言诠之论；一则知发乎情而不必

其止乎礼义，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与！”只有真正伟

大的作家才能避免陷落于两个极端境地，比如“陶渊明诗时有庄论，然不至如明人道学诗之迂

拙也；李、杜、韩、苏诸集岂无艳体？然不至如晚唐人诗之纤且亵也”，所以“酌乎其中，知必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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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他认为伊朝栋《云林诗钞》“以温柔敦厚之旨，而出以一唱三叹之雅音”正是折衷于“道”的

成功范例，因而许为“真诗人之诗，而非辞人之诗矣”輭輯訛。所谓诗人之诗，也就是评《瀛奎律髓》反

复提到的“诗人之笔”。杜甫《客亭》“圣朝无弃物，老病已成翁”輭輰訛，王禹偁《病起思归·其二》颔联

“明时遇主谁甘退，白发侵人自合休”輭輱訛，梅尧臣《春寒》“蝶寒方敛翅，花冷不开心”輭輲訛，张耒《送杨

补之赴鄂州支使》“涕泪两家同患难，光阴一半属分离”輭輳訛，陈与义《次韵无斁偶作》结联“圣朝无

弃物，与子赋归哉”輭輴訛等句，都曾得到这一评价，核心仍不外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陆游《书直

舍壁》“渠清水马健，屋老瓦松长”一联，方回称许“水马、瓦松诗人罕用”，纪昀则鄙其“总搜索

此种以为新，而诗之本真隐矣。夫发乎情、止乎礼义，岂新字、新句足谓哉”輭輵訛？再度印证前文所

指出的，“新”在纪昀诗学中并不是一个充分的价值，距诗教的核心宗旨更远。

出自《周易》的拟议、变化之说，宋元以前不为人注意，直到明代格调派才发挥其义。纪昀

在《鹤街诗稿序》中特别加以阐述，反思了这一对概念的诗学意义。回顾诗歌演生、发展的历史

进程，纪昀很是感慨：上古朴素的抒情在“心灵百变，物色万端”的交相作用下，演变为后世工

巧的文字，“体格日新，宗派日别，作者各以其才力学问智角贤争，诗之变态遂至于隶首不能

算。然自汉魏以至今日，其源流正变、胜负得失，虽相竞者非一日，而撮其大概，不过拟议、变化

之两途”。也就是说，诗歌史的演进，不外乎模拟、创变两种运动模式。可是他发现这两种模式

如何协调得当、达致理想的结果，竟是很难的事。尤其是明代诗歌史，呈现在他眼中的是一系

列失败的例子。除了众所周知的“王、李之派，有拟议而无变化，故尘饭土羹；三袁、钟谭之派，

有变化而无拟议，故偭规破矩”輭輶訛，他还举出两个更著名的诗人为例：

从拟议之说最著者无过青丘。仿汉魏似汉魏，仿六朝似六朝，仿唐似唐，仿宋似宋，而

问青丘之体裁如何？ 则莫能举也。 从变化之说最著者无过铁崖。 怪怪奇奇，不能方物，而

不能解文妖之目，其亦劳而鲜功乎？ 輭輷訛

高启模仿能力虽强，但终究失去自家面目，没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杨维桢始终在探索新

异的风格，一变再变，却流于邪魔外道，被目为诗妖。纪昀折衷古今作者得失，最后总结出：只

有“能抒其性情，戛戛独造，不落因陈之窠臼”，同时又“意境遥深，隐合温柔敦厚之旨，亦不偾

古人之规矩”，才能“自言其志，毅然自为一家”觼訆訑訛。而对古人的规矩，又“必心灵自运而后能不立

一法、不离一法，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觼訆訒訛。这就有力地回答了江西诗派“活法”说带来的

要不要规矩、如何运用规矩的根本问题，从而对性灵派作用于传统诗歌理论的瓦解力量有所

消解。

当然，作为博通古今学问、淹贯历代诗歌的批评家，纪昀也深知诗歌创作绝非只受主观意

识主导，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爱鼎堂遗集序》特别指出，诗歌的变化是由两个

外部因素决定的：

三古以来，文章日变。其间，有气运焉，有风尚焉。史莫善于班、马，而班、马不能为《 尚

书》 、《 春秋》 ；诗莫善于李、杜，而李、杜不能为《 三百篇》 ：此关乎气运者也。 至风尚所趋，则

人心为之矣。 其间异同得失，缕数难穷。 大抵趋风尚三途：其一厌故喜新，其一巧投时好，

其一循声附和，随波而浮沉。变风尚者二途：其一乘将变之势，斗巧争长；其一则于积坏之

余，挽狂澜而反之正。 觼訆訓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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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学变化的动力归结于气运和风尚，不是什么创见。纪昀的过人之处在于清楚气运是无法

讨论的，可以谈论的只有风尚，因此用心对风尚做了细致的分析，将追逐风尚的主观动因概括

为三点，将扭转风尚的主观动因概括为两点，不无见地。

总体来看，纪昀诗学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理论命题，但对传统诗学的核心观念都有所反思，

有所阐发。那些已有点黯淡无光的古老概念和命题经他重描和运用，重新引起了诗家的注意。

如门人梁章钜论诗即推本于《三百篇》，以“思无邪”为《三百篇》之宗旨，以“兴观群怨”为《三百

篇》之门径，以“温柔敦厚”为《三百篇》之性情，诫学人“但就此三层上用心，源头既通，把握自

定”觼訆訔訛。但问题是太老的招牌，即便散发出新油漆的气味，也终究改变不了旧的框架。倒是一些

晚起的概念，经他使用后，却逐渐进入后人的批评视野中。比较典型的如“兴象”，这个唐代诗论

所孕育的概念，后人很少沿用，但纪昀的评点却一再使用，如评王维《登辨觉寺》云：“五、六句兴

象深微，特为神妙。”以致许印芳特别提醒读者：“晓岚论诗主兴象，即此可见。”觼訆訕訛还有“意境”一

词，前人使用得更少。吴之振《重刊瀛奎律髓序》有云：“作者代生，各极其才而尽其变，于是诗

之意境开展而不竭，诗之理趣发泄而无余。”觼訆訖訛纪昀评点其书，或许灵犀心印，不仅评点中（包括

《唐人试律说》、《庚辰集》）屡屡使用，所纂《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提要中也反复使用，络绎不绝。

随着《四库全书总目》作为钦定之书一再翻刻，颁行天下，“意境”一词也广为传播，深入人心，

逐渐成为诗家常用的概念。不过其义涵通常不外乎指作品的“立意取境”，偶尔也有专指作者

意趣的，如《与陈梅垞编修书》所云“李邺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其意境不在形骸间也”觼訆託訛。要

之，都属于古典诗学的范畴，比起王国维以降作为现代美学概念的流行用法远为狭窄觼訆記訛，这里

不再展开讨论。

①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59页。

② 李慈铭即言：“今言四库者，尽归功于文达。然文达名博览，而于经史之学实疏，集部尤非当家。”（由云龙编

《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57页。）

③ 陈鹤：《纪文达公遗集序》，《纪晓岚文集》第3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29页。

④ 尚镕：《赠萧公子序》，《持雅堂文集》卷三，清道光刊《持雅堂全集》本。

⑤ 吉川幸次郎：《清雍乾诗说》，《吉川幸次郎遗稿集》第3卷，（日本）筑摩书房1995年版，第419页。

⑥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页。

⑦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页。

⑧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4页。

⑨ 阮元：《纪文达公遗集序》，《纪晓岚文集》第3册，第727页。

⑩輥輯訛輥輲訛輥輳訛輥輵訛輦輶訛輪輯訛輪輵訛輪輶訛輪輷訛輫輮訛輫輱訛輫輳訛輫輴訛輫輵訛輫輶訛輬輵訛輬輶訛輬輷訛輭輮訛輭輯訛輭輷訛觼訆訑訛觼訆訓訛觼訆託訛 纪昀：《纪晓岚文集》第1册，第270页，第271页，第

213页，第202页，第646、553页，第188页，第275页，第186页，第186—187页，第187页，第251页，第186页，第196

页，第195页，第195页，第186页，第209—210页，第209页，第186页，第198页，第199页，第206页，第207页，第

188页，第278页。

輥輰訛 纪昀《云林诗钞序》：“李、杜、韩、苏诸集岂无艳体，然不至如晚唐人诗之纤且亵也。酌乎其中，知必有道焉。”

（《纪晓岚文集》第1册，第199页）《书韩致尧翰林集后》：“就短取长，而纤靡、鄙野之习则已去太、去甚焉，庶几

乎酌中之制耳。”（《纪晓岚文集》第1册，第251页。）

輥輱訛 参见周勋初《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輥輴訛輧輳訛輩輮訛輩輯訛輪輱訛輭輳訛 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0页，第1113页，第590页，第672页，

第1181页，第1088页。

輥輶訛輦輮訛輦輯訛輦輴訛輦輵訛輧輶訛輧輷訛輨輲訛輨輳訛輩輰訛輩輴訛輩輵訛輪輰訛輪輲訛輪輳訛輪輴訛輫輯訛輫輷訛輬輴訛輭輰訛輭輲訛輭輵訛 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上，第344页，第88页，第92页，第6

页，第8页，第476页，第498页，第89页，第317页，第249页，第370页，第35页，第14页，第31页，第31页，第78页，

第360页，第121页，第368页，第503页，第344页，第253页。

輥輷訛 纪昀：《后山集钞序》，《纪晓岚文集》第1册，第185页。

輦輰訛 也有菲薄纪昀评点的，如钱振锽云：“论诗系翰苑见解，所评虚谷《瀛奎律髓》，两不通人争执耳，无谓无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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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振锽：《星影楼壬辰以前存稿·诗说》，清光绪十八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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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輴訛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清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29—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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